沒有身體的小學教育
（the absence of body in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關鍵詞：
社會學、身體、教育（小學）、制度、官僚、自我、主體性（人性）、超驗性、道德。

關鍵學者（理論）：
Comte, A.、Durkheim, E.、Weber, M.、Parsons, T.、Foucault, M.、Turner, B. S.、
Shilling, C.、Illich, I.、Kant, E.、Husserl, E.
1. 研究動機
  1.1 公共領域中教育想像的貧乏---想像或妄想：
   後現代的教育處境，是一種既是「解放」（自傳統道德和政治封閉狀態中脫離），又是「消沉」（被拋於沒有教育原則之無窮無盡的變換之中）的曖昧狀況。此狀況隨處蔓延，纏繞於眾多社會文化現象之中，並且發生作用著。因此使得「大敘述」之所以能存在（being）---以大敘述的姿態現身---的那個基礎產生轉變（Lyotard, 1989.）。其中的教育敘述不再以龐大體系、終極姿態或絕對宰制的面貌臨現。但敘述並非消失，而是以另一種偽裝姿態在文化場域中隱隱的---游擊式的---刺激著文化體的神經系統，本體並不會因為自身的神經系統受到騷擾而改變，但卻會因此而改變本體所呈現的表象，根據所呈現的表象，描述便有所依據了，描述所彰顯的意義便因表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同的刺激呈現不同的表象，不同的表象給出不同的意義，給出不同的名稱。到底在貌似開放自由的文化現象中，某種被壓抑、被邊緣化的存有是什麼？難道不是眾多文化精隨中本來具有的「可教育性」嗎？當大敘述的文化背景消退，敘述本身會轉換成另一種隱蔽的姿態，然而教育敘述可以是這樣的姿態嗎？這或許是教育實際的現象，但這可是一個教育合理的、應當的姿態？鄂蘭（Arendt, H.）論及當前人類狀況時，指出人類活動中「言談消失」的現象
（Arendt, 1998.），這正是大敘述背景不在的徵候。總體說來，或許「可教育性」與「言談」的喪失，是人們不再談論教育、思考教育、體驗教育的原因。於是當某個對象不再集體的、多元的在言談脈絡中，它的印象將漸漸模糊，對它的想像力也就日漸蒼白。這來自於「教育言談」的消失。
    台灣是一個教育想像貧乏的地方。一個想像力貧乏的社會存在，卻又必須要有其「公共的」效用，於是便挪用其他的想像來填補教育想像的蒼白，如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個人主觀的教育幻想（fantasies）。這樣的挪用現象，對教育價制的彰顯是否構成正面的影響？還是教育意象在挪用其他領域的意象中產生了不斷的被稀釋乃至於被置換的危機？最後，所有關於教育的論說，都不是教育本身的語言，卻又都在社會的各個空間（政治的、經濟的、制度的），持續產生牽引教育的作用，干擾或壓縮到教育本身的生存空間。教育意象成了破碎的「異相」。這不是理論的錯，因為這其中存在著理論被人們直接套用，或過度使用於教育命題之詮釋與描述，進而企圖解決教育問題等誤用、濫用的問題。這是某些理論使用者的錯誤。但這也是理論的錯，因為在發展與教育命題相關的理論過程中，教育本身的重要意義與價值，往往被掩埋在由龐大複雜的論述概念交織成的脈絡之中。這是某些理論發展者與繼承者的錯誤。這些錯誤，或許透過時間得以澄清。但教育卻一直在進行著，社會也一直在運轉著，兩者並不會因此而挪出一段時空，就為了等待某些錯誤的消解，而如此的放空自己。教育與社會的機制依舊得消化這些不論正確與否的行動元素。
    在同樣體系統中，一個錯誤，會是以「更多」（maximizing）的「制度」（制度總是一種自體複製的制度）
而延續，卻不會是以「更少」（minimizing）的「正確」（right）
而消除。就如同，黑暗中找一盞燭光，投以更多的光源只會更難以確認燭光的位置，只有逐漸把黑暗還給燭光，燭光本身的亮度「自然」就會吸引你的目光向著它。後現代的解構策略就是這個意思。如果社會理性化進程的歷史根據，就是來自於啟蒙時期（the Enlightenment）對人類理性能力的發掘與抬舉，藉由點亮理性之光（enlightenment of the Reason. enlighten在英文詞意中也具教導之意。）以破除蒙昧的黑暗。那麼，在後啟蒙時期（the Post-Enlightenment），我們要冷靜思考的是，原本藉由理性的開啟所要呈顯的事物，如今呈顯為什麼面貌？真的如實的呈顯為它原本應該要有的樣貌嗎？這是《啟蒙的辨證》中所要質疑的問題：文明真的因為啟蒙的理性而更適合人的生存？理性沒有因為誤用的結果而障礙了自身的光照，反而失去人類自身應有的自然節律，造就一個發展失速、失衡的文明世界？（Adorno, 1972.）。如果康德（Kant, E.）對理性的批判太過於晦澀，那是因為理性不只有它能呈顯---光照、理解、正面（positive）---的一面（可經驗的），也有它不能呈顯---晦暗、非理解、背面（negative）---的一面（所以是超驗的）。這種經驗理性與超驗理性（也是純粹理性）之間的差異，正是理性全貌之一體兩面。理性具有一種存有學的差異（difference of ontology）。在社會演變的歷史中，理性之存有學差異逐漸在強調可見的、可知的價值觀主導下的文明發展中被遺忘了。當康德以道德實踐理論---《實踐理性批判》---來探究純粹理性（人性光輝）證得的可能，對照於當今韋伯早已揭露的現代社會科層化之社會理性真相，道德理性與制度理性那一個處於社會做為一人類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的最高階是不難分辨的。
  1.2 教育、制度與學校之間關係之釐清：

「只有社會成員之間的同質程度是充足（sufficient degree of homogeneity）的社會才能存在；藉由一開始就使兒童具備（fixing）這種集體生活所需的本質相似性（essential similarities），教育延續（perpetuates）和強化了這個同質性。」（Durkheim, 1956. p.70.）涂爾幹（Durkheim, E.）在《教育與社會學》中表達了社會與教育之間的這種關係。在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學校與制度的意象，但「同質性」與「本質的相似性」指的是什麼？教育可以為了社會存在的目的而起作用（社會化），使兒童具備某種程度的同質性。這個同質性，是教育---製造出來---給予的，還是人類本性中固有的？如果是給予的，既然教育是為了社會的目的，那麼是社會製造出來的？如何製造？此處就開啟了教育，作為「社會物」（social thing），然後做為制度的問題了。而制度化了的教育不是學校是什麼？社會學繼承了涂爾幹觀察社會事實的眼，卻忽略了，或忘卻了，或背離了涂爾幹社會學之眼背後的心。在觀察社會事實的過程中，卻把對象「物化」了。以為制度、組織、法律這些「社會事實」---這些涂爾幹所認為的「社會物」---必須是可見的，物理的（physical）、可觸知的、意識的、現在的（present. 亦有「出現」之意）、經驗的，總歸一句話，是「開顯維度」（positive dimension）的。但是這些社會事實，做為一種人類精神活動的外延，難道在其具體化為社會物件之際，就與不可見的、超物理的（meta-physical）、不可觸知的、非意識的（un-conscious）、隱沒的（absent）、超經驗的（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總歸一句話，「蜷藏維度」（negative dimension）的「連帶關係」（與人的內在聯繫）切斷？當某種制度間、體制間連帶關係的存在得到社會學的確認（認定為一個可以被「社會學地」研究的「社會事實」）並進行描述之餘，此連帶關係作為制度間、體制間的不連貫性存有，不啻彰顯了某種「蜷藏性」（negativity）的存在。而制度、體制這種物質性的存在，它們之間又如何彼此給予這樣的相互關係呢？莫非此關係的「被給予性」（given-ness）來自於人？易言之，在連帶關係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社會物」這類社會存在（societal-being），而是人（human-being）。（此觀點尚待進一步從伊里亞斯的理論中論證之。）當然，作者無意宣揚一種精神，認為社會學必須把教育轉化為，具有將社會引導至「形上社會」（metaphysical society）的作用。目前的社會學不會，也不可能發展成這樣的型態，原因在於，目前的社會性質無法給予社會學轉化它自身所需的社會現實條件。這是伊里亞斯（Elias, N.）在《什麼是社會學？》這本著作中，劃出的一道---社會學在顧及社會現象的超驗面向之際---界線。這一方面避免社會學在無限制的超驗自我膨脹中，成為大而無當、華而不實的純理論系統（the system of sheer-theory）；另一方面也避免社會學在實證主義的過度執著下萎縮成一個社會的社會學，一與人類集體活動現象原則的研究無關的社會學。（伊里亞斯，2007.）
  1.3 教育制度之一種最低限制度化的可能：
    制度的建立，是為了給理性的社會存在體系（如理性政治學、理性教育學（rational pedagogy））提供一個純良的場域，致使人的解放行動（liberal action）能有效的進行。必須在這個原則下，制度對任何有計畫的修正（deliberate modification），才不會演變成絕對的附從（absolutely plastic）或絕對的抗拒。佛科涅（Fauconnet, P.）在涂爾幹的教育社會學理論中讀出這樣的訊息。（Fauconnet, P. 1956.）前者意謂著毫無原則的改變制度，彰顯制度建立所要依據的某個普遍社會原則或價值是缺乏的。後者意謂著，制度對於尋求一個更完善的社會生活這個目的是不重視的，並且對於隨之而來的制度變遷也是抗拒的，如此一來，對於和人性命題相關的社會存在體系而言，制度將成為箝制、干擾人性解放的障礙。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一個問題，制度，就其本質而言，真的只能是物質主義邏輯發展下的產物嗎？這樣的限制無法超越嗎？制度本身的限制性，意謂著它的有效性只限於某些層次的社會命題，因此無限制地允許制度包圍社會命題所存在的各層次，意謂著什麼社會未來？而人性命題及其存在的社會層次就是制度必須謙卑的領域嗎？因為一旦制度勉強涉入其中，將左支右絀，逐漸在問題解決中，陷入無限的制度自我循環，無窮盡的空轉之中。如果制度是社會整體性維繫的重要環節，去制度是一種空談。那麼「最低限度的制度主義」（minimal institutionalism）這樣的概念做為「社會的方法學（societal methodology）」（一種研究社會結構方式應該為何的社會學）是否可能？最低限度的制度化做為一種「社會方案」（social programme），又適用於處理包含哪一種命題的社會層次？人性命題適合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提及：任何學科的人性價值取決於教導方式而非學科的內容。（Mannheim, 1997.）這是一個對教育有深刻理解，而且在教育---尤其是人性教育---命題上發人深省的斷語。一旦進入教育領域來處理人性命題，「教什麼？」不是問題所在，「如何教？」才是關鍵。這個「如何」的問題，把一切涉及教育的方法都含攝在內，這其中也包含，制度。這意味著，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有別於從教育學本身的視野），制度，做為教育社會結構化後（納入社會結構中運作，具有社會授予的社會性，教育不再只是純粹教育性的教育，成為社會整體系統中一個正式的體制存在，即學校。）「社會的教育」（socialized education）實施教育活動的方法，扮演著彰顯人性的關鍵角色。然而制度就其存在的本質而言，能否具有扮演好這個角色的內在能力？伊利奇（Illich, I.）的《去學校化的社會》對此是抱持著相當程度的質疑。此書的分析顯示出，制度本身的限制使得「教育制度化」竟成為一把雙面刃，一面傷及教育本身的教育功能，另一面傷及社會人類適存性。（伊利奇，1994.）所以「去學校化」這個概念，可以視為是對「制度中心主義」社會的教育社會學批判，呈現出制度本身的限制。而這個限制，是社會行動必須遵守的原則。一種制度倫理觀點隱然成形，透過此觀點把「人」重新置回社會主體的位置，透過人轉化制度的性質---制度所不及之處，是道德的空缺，唯有人才可以填補此空缺。也唯有遵守這一原則，「社會化同時也個人化」
的這個涂爾幹所設定的教育社會學基本命題（Fauconnet, P. 1956.），才能有更充分的條件得以證實，進而實現社會化應有的人類社會意義高度。
  1.4 教育體制是學校化或官僚化？
    學校化的教育必定得是官僚化的教育模式嗎？這也是問及制度化必定得是官僚制取向的嗎？教育在為了順應教育社會化需求，以制度而來的學校化趨勢中，是如何向官僚化的趨勢轉向的？為何在官僚化的教育下，教育結構與社會結構兩者會因此而斷裂？教育的社會化結局竟然是一個反社會性的？如果在工業商業邏輯社會宰制下的身體已習慣了格式化的生活模式，為何對教育的要求是在一種個人獨特性的維持或是在主體壓抑的焦慮感受下來提出的？人的身體如果能適應工業商業化的格式生活邏輯，或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把個人獨特的需求自那樣的場景中撤出或置於邊緣地帶，為何在教育場景中卻是無法忍受的？能不能把這種狀況詮釋為：身體的主體意識在教育中被維持為完整的、個人的這個需求是巨大的，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是關鍵的？如果這個詮釋是可行的，那麼我們便會質疑：「學校」可以完成這樣的教育需求嗎？問題可以更明確些：「制度的學校」可以完成這樣的教育需求嗎？以當前台灣教育制度發展的取向，問題應該是：「官僚化的學校」可以完成這樣的教育需求嗎？這涉及一些概念的釐清，如制度化必定是官僚化嗎？以及學校是一個社會制度是否是一個神話，一個資本主義邏輯運作下的神話？學校是一個可以被替換的教育代名詞嗎？教育的制度化必定得走向學校化嗎？學校意象呈現為什麼形象是論述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易言之，要想轉變人們的學校想像是要透過論述還是制度？
  1.5 專業的制度化與制度性的專業化：
    教育既然是一種專業，它的專業意義來自於何處？教育能力與教育專業此處產生了差異。能力如何成為一種專業？專業必定涉及某些標準的認定，而這種認定也必定是某一特定鑑定程序下所確定的，因此是制度性的。而這樣的制度符合原則下所呈現的專業性，會不會反而使得一種能力從「專業的制度化」質變成「制度性的專業化」？有沒有能力反而不是重點，只要具有制度給定的專業資格，就具有社會的專業辨識度。能力可以為因應社會需求而專業化，但專業化不能取代原本能力的意義。這就是「專業的制度化與制度的專業化」這個問題之提出所要釐清的。首先要闊清「專業制度化」現象的社會脈絡為何，這是一個從韋伯論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之理性化」的理論而牽引出的一個社會學主題。而專業的制度化與制度性的專業化這個區分所要彰顯的是，「純粹專業性」和「官僚的專業性」之間的差異，以及後者對前者在一個制度運作的自我複製現象中產生的置換。進而在這樣的差異論述中揭露教師有轉化為「教育官僚」的危機以及教育本質的喪失。
2. 研究目的
  2.1 揭露人與社會之間「不可轉換性」的存在：
    為何教育要透過社會學來描述？而這其中的社會學又為何是透過身體社會學的社會學？身體社會學主要是研究（1）以社會學的方式來談論身體問題。（2）身體在現代社會中形成哪些問題。（3）身體命題是社會學的基本命題。（4）身體是社會體的最終基礎。我們的詞彙中有一個「社會」的名稱，但什麼是社會？它可以僅止於概念的存在，但它終究並非只能以一個概念式的存在方式來和人這樣的存在方式打交道。以它和人類之間所形成的關係脈絡而言，「概念的社會」是一個無意義的言詞。我們有一個社會的概念，這樣的概念來自於社會生活經驗。它就在我們生存空間之中，它就「是」人的生活空間。
    可是在某個層面，社會又似乎「不是」我們的生存空間。社會與人之間似乎時常展現出一種相互抗拒的狀況。這種無法彼此完全交融於一體的狀況似乎指出，人和社會之間有一種薄膜似的存在。這一片薄膜看似稀薄，深入其中又無窮無盡，無法穿透。人時常試圖向著這片膜穿透，到達另一面的社會領域，然而當他以為穿透之際，他會驚覺其行進路徑竟然並非向著社會，而是向著自己，而此刻的自己，正深處於自己內在的某個未知區域。是社會這個場域，其結構，其狀態，和人類的內在有著深刻的相似性，還是我們被那層膜反射回自我之中的某個空間？社會空間結構難道是自我結構性的集體投射，投射於自我與社會交界處的那層膜？但如果社會結構真是一種自我集體投射的結果，人又為何抗拒那從自身投射出去的外化的部份？難道真的存在一個客觀的社會，而膜是人與客觀社會交會遭遇過程中，某中相互無法同化的現象？果真如此，那在膜之中，何事發生？人與社會在膜中進行某種內部的相互交換嗎？而由於某種更高原則的限制下，這種彼此交換和抗拒現象是不可以理論窮盡的，那個更高原則是什麼？發現這個更高原則，一切都得以澄清了嗎？
    傳統社會學的說法或許賦予了社會學結構某種完整性與純粹性，但在那種說法中，那層膜不見了！人與社會之間似乎是可以完全的相互轉換的，只要建構出一套轉換機制或理論作為依據就可以了。身體社會學就是揭露了人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轉換性」，人與社會的那層膜就是社會現實與人的現實的真實狀態。而那層膜就是身體！
    我們建構了各式各樣的社會學系統、社會概念、社會理論、發展了不少社會學思考邏輯模式，藉此來把繁雜多樣的人類交往現象解釋為社會現象，並與之分門別類。但在這樣的解釋中，社會成了社會學的社會，而人不見了！社會現實意義---人的行動交織下的人類體系---反而在這樣的社會學發展中稀薄化了。社會學說到底還是一種人類觀點的社會學，不會是社會的社會學。身體社會學便可以是對此一原則的洞悉，以及之後的反轉社會學研究方向的社會學的行動。身體社會學不以傳統社會學的觀點---社會的社會學---來做為構造社會學理論的基本預設。
    當一種社會學的基本假設透過身體社會學的論述被反轉過來之後的社會學成立之後，以這樣的社會學角度來看待教育會是何種面貌？教育做為一種社會化的社會做用的這個概念就問題重重了（being problematic）。
    所以教育，在人與社會的不可轉換的狀況下，具有什麼意義？在人與社會可轉換範圍的極限之外，就是教育接手的地方嗎？
  2.2「教育能被制度化嗎？」此問題的問題化：
    這可視為是本研究最主要的企圖，主導了整個研究的內容和方向。整個研究並非在為此問題提供某種確定的解答，或某種可以提出答案的可能性，而是嘗試在教育社會學脈絡中形成這個問題。研究中所涉及的閱讀、詮釋、分析、論述，都是在為這個問題之所以「可能／不可能」被提出，及其背景做一番考察。易言之，這個問題要「如何問」才適當？或是這樣說，要具備什麼條件，這個問題才能真的成為一個問題？這就是對一種問題化基礎之「肯定條件」（positive conditions）的考察。把這些「肯定條件」從社會或社會學中透析出來，並加以描述，便是本研究的目的。或是反過來說，當這個問題是一個「不能被問的問題」，這其中是否隱藏什麼玄機？然而，是根本「問不出來」還是「不能被問」？又為什麼會是一個「問不出來」的問題？這又是一番對這種去問題化（de-problematic）現象，以及做為其基礎的「否定條件」（negative conditions）之加以透析與描述的工作，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不過，最後是否會發現，導致「去問題化」的緣故，竟然正是這些「肯定條件」？如果真是如此，這意味著什麼？問題形成的條件卻也是問題隱蔽的原因，這樣的矛盾如何有在教育社會學的論述系統中成立的可能？理論中呈現的矛盾論述現象，是涉及了什麼主題或什麼對象而來的後果呢？理論做為一種「再現維度」（dimension of representation）的存在，當他企圖再現的對象是真理、本質、形上、超驗這類存有時，真能毫無漏失的完美再現？無法再現的空缺呈現為理論的無理性。當理論試圖更進一步逼進那無理的空缺時，再現於理論維度上的必定為一種二元循環的矛盾論述現象。它必定得「扭曲」自己的系統，而不是他要描述的對象，才能恰如其分的更逼近一步。這是一種理論描述策略上的反轉（不是理論扭曲對象以符合它的描述，而是理論要扭曲自身以符合對象。）這樣的反轉當然會犧牲理論的純粹性（形式的合理），但卻在顧全對象的完整性中，給予了理論在現實向度上的描述深度與關係強度（理論在其發展之時以及完成之後持續與其源頭---現實（reality, 也有真實之意）---產生關聯）。這將是一個理論要具有實踐可能的一個關鍵因素。
    而此處，教育社會學是觸及「哪一個」對象而導致其系統的扭曲？是教育？是社會？還是都是？只因它們皆涉及一個共同的命題---身體。身體社會學經常以「內在」、「外在」，「主體」、「客體」這類二元成對的詞語，來描述身體在社會場域中，所具有的「二元共時存在性」（synchronic co-existence of duality）意義。這是否會是個有效的線索？
    當教育制度在設立之際，教育政策在訂定之時，這個問題是否被認真仔細的討論過？制度是否真有自省的能力？或是制度以其存在模式能否允許「真正」自省的發生（established）？ 
3. 主要論證之命題
  3.1 教育身體（educational body）與社會身體（body of society）是不一致的：
    這象徵著教育和社會在其各自具體化的過程中產生的某種錯位。貝爾（Bell, D.）所指出的「社會危機來自於文化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斷裂」（Shilling, 1993.），在某種層次上也正是教育結構與社會結構斷裂所導致的危機之擴延。
    「社會身體」有別於「社會學的身體」（sociological body）
。前者為身體的「實然面」；後者為身體的「應然面」。「社會學身體」所彰顯的身體意義或價值觀，理應與「教育身體」的意義或價值觀有大部分的重疊。但為何兩者間的斷裂依然存在呢？原來，其中的緣故就在於，身體的實然面和應然面產生了大幅度的錯位。「社會學的應然」為何與「社會的實然」是不一致的呢？這是「思考的身體」與「行動身體」之間的差異？單一個身體，面對同一個對象時，也會在思考與社會行動的交替來回間，累積出這樣的差異嗎？還是這樣的差異之所以會產生，其實就發生於思考主體和行動主體，皆涉及了「社會」這個對象？易言之，當思考是「思及社會」的思考（the thought of “thinking-about-society”），而行動是「在社會中行動」的行動（the action of “acting-in-society”），這樣的差異才會產生嗎？同一個身體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又是如何發生的？「社會學思考」與「社會行動」之間，不存在著一個稱為「社會學行動」（sociological action）的頻段嗎？「身體現實」（somatic reality）維度與「社會學的行動」維度之間存在著幾乎不可轉換的差距嗎？此不可轉換性是先天的原則（principle a priori），還是尚待---超驗轉化---突破的障礙？對這些問題的回應，等於是為「社會學身體性為何一直進入不了社會身體？」的這個問題進行考察。「教育身體」與「社會身體」的不一致，就有待於透過此一問題的啟動下所涉及的問題叢系，得到進一步的澄清。
    社會結構作為動態系統是一種「惰性」（inertia）傾向的。一旦到達穩固的張力關係便不易變動。它是向著結構有序（organization）向度移動，而不會是結構失序（disorganization）向度。一種在狀態或關係上立即性的改變，除非投注相當強力或集中的社會力量，是無法撼動惰性社會動態系統的結構穩定性（改變的閥閾值提高後，不是要以高社會成本為代價來刺激改變，就是不去改變）。要使社會結構「解組」（disorganized）相對必需投入強大的力量。社會去除偶發性以維護其穩定性的技術就是「制度」。制度是社會風險控制的重要技術（the fundamental technique）。這原本有利於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免於經常性變遷帶來的不一致或不安定感，或隨時處於「社會注意力超載」的狀態（以解決不知何時將隨即而至的偶發事件），並且以一種同質性形式的貫徹來使得存在於社會結構各處的次級結構間的差異得到抵銷而強化彼此間的聯繫力。制度是社會層次間一種同質性的貫徹，是社會結構精緻化的現代技術。不過這也將導致日後精緻化的失控和失焦現象，制度將走向「自體繁殖」而迅速佔據整個社會空間，使得社會空間同質化。這標誌了一種差異條件喪失的情境。如此一來，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制度接管了社會的一切，人類社會轉變成制度社會，一種「社會本體論反轉」（ontological reversal of society）確立了。社會本體不再從「人的存在」來詮釋，而是從制度及其一切（其存在，管理、建立和維護）。制度原本是社會的附生物，一旦讓制度來位居社會本體的位置，附生轉變成寄生，將掏空社會體長久積蓄保存下來的機要內涵（vital element）。無怪乎社會學身體觀的內涵（以「人」為命題）無法灌注於「社會身體」之中，因為其主導社會發展的立場，已經由於「社會本體論反轉」的出現而被抽離了。如此一來，教育身體也由於社會身體社會經驗向度的萎縮（導因於制度自體繁殖效應引發同質化的社會空間）與化約（制度將成為社會身體的唯一的強勢意義）而缺乏施教的充分條件。教育身體在教育情境中，將因社會意義被掏空和同一化的社會身體的強勢而障礙其發展。身體在教育和社會中的不一致將演變成教育身體與社會身體之間的斷裂，而非社會生活光譜中波動程度的差異。
    之前的論述彰顯了一個封閉的社會系統，制度類似於封閉循環的「吸子」（attractor），是導致社會有如此循環模式的規律最終給予者。於是社會學，連同其他一切思想形式、理論模式也一併被這樣的社會規律複製改寫為「社會解釋理論」---把一切社會現象合理化（ratioalized）。韋伯所謂的「社會理性化之不可逆轉」應純粹視為一種社會現象觀察和推論，不是建議人應該朝向這樣的一種社會建構方式，並生活於其中。合理化於是不等於理性化（being-reason），「社會的合理性」（social rationality）因為制度因素將是可疑的。從這樣的角度詮釋韋伯的理論，呈現出社會結構與人類結構間不一致的態勢已然隱約成形。
    3.1.1「做為計劃的身體」（body as a project）向「做為場域的身體」（body as a field）之轉化：
      3.1.1.1 身體社會學之身體轉向（body turn）的失誤：
    身體社會學一向把身體視為一個規劃的對象（Turner, B. S. 1996）。這樣的規劃意識意向著的，與其說是一個自主的項（term of autonomy），到不如來自於一個社會的項（term of society）。身體社會學所揭示的社會學「身體轉向」，重新的把社會學的基本命題定位在「身體」。為「身體的社會」轉向「人的社會」的社會論述發展（這是教育擺脫素樸的社會化意義的契機），鋪陳出了一個起始脈絡。然而就在身體與社會事實兩者關係的建立上，不自覺的陷入一個盲點：身體在社會脈絡交織的參與之中，反而被對象化了。身體成了一個社會巨大計劃的規劃對象，即使規劃者是身體的主體自身。身體做為社會基本事實的初衷，有可能因為這樣轉折上的錯失，而又再度化約為社會的。這意味著，身體社會學是需要被批判的。
      3.1.1.2 做為場域的身體---身體社會學批判的結果：
    透過身體社會學的批判反思，身體的社會規劃從「對象身體」（body as object）轉化為「場域身體」（body as field）---身體是規劃發生的場域，而非對象。場域的開放性破解了對象性對身體豐富維度的封鎖。身體豐富維度的開展象徵社會結構的轉型。身體是社會的實現場域，在此場域中，自我行動相互聯繫，如此一來社會才在那個時刻活生生的綻放開。社會是一個眾多他者身體交織成的場域。社會計劃的線索也是在這樣的場域中才有意義的，脫離這個場域，社會計劃不再具有動態的性質，它只規定著身體來建構社會，而非連繫著身體。
    身體具有可塑性，規劃的身體社會學提出這樣的觀點，進而追溯到型塑的動力來源為何。家庭、學校、醫院、工作組織的形象便透過這樣的社會學描述策略映照出來。（Shilling, C. 1993.）這種迂迴的描述社會結構微妙途徑，卻在社會意義彰顯之際，繞開了身體的意義：「身體計劃」其實骨子裏還是「社會計劃」，「具體化」終究也是「社會化」的身體社會學說法。社會問題只是重新再被描述一次罷了。然而也就是這個「繞開」，使研究者發覺，身體被繞開意味著一個場的存在，而這個場是一個進不去的場。身體計劃之所以進不去身體這個場，是因為它是社會計劃的包裝。因此計畫之所以失效，是因為身體場域之中有某種不可計劃的東西存在。或是整個場根本就是不可被規劃的。身體場在彼此吸引交疊中構成社會現實，但身體場的「不可對象化性」（dis-objectivity）又成為社會現實中的一個問題呈現的源頭。教育之所以是社會性的、又同時是「超社會性」的存在，正是教育保留了身體場域的完整性。透過身體教育（而不是身體計劃）來彰顯身體與社會的關係（而不是透過社會制度）。
      3.1.1.3「場域身體」保留一個空間給自主的主體：
    保留了身體場域的完整性意味著，身體規律自有獨特的有別於社會秩序的性質。也就是身體有一個主體存在於身體場域之中。這個身體主體原本就是社會性的，不必等待一個外在社會的程序來予以同化。只不過必須透過某種程度的自我實踐來開顯身體的主體性，才能顯示出身體主體社會性的本真意義，否則社會本真性的隱蔽正是社會同化程序介入的時機。這樣的實踐場域當然有別於現實社會，而是一個特別凝聚起來的場域，稱之為「教育場域」。身體不是被動的社會計劃對象，一旦社會學或社會抱持著這一種假設來進行社會問題的消解，往往得到的結果只是問題本身在不斷的變形中延續著。身體是一主動的身體（active body）
。
      3.1.1.4「行動的身體」與「過動的身體」（the hyper-active body ）：
   過動的身體來自於對行動理論過度的社會學詮釋。這是隱藏在社會行動理論中，一個把身體「行動」做為社會基本事實轉向的失誤因子。
    社會行動理論，在涉及身體命題之後，進一步指出身體和行動之間必須存在一個調節的因子。行動總是一個追求某種適當的形式與程度的行動
，這意味著，行動會在整個行動過程中，不斷的返回它自身，尋求調整行動自身的型態的「本質領會」。缺乏這樣的「超驗調節」
，行動將在「負過度」與「正過度」的震盪間耗盡自身或扯裂自身的完整性。社會身體的過洞指向幾種涵義：（1）行動本身投入過多的身體程度，導致社會事務結構過度膨脹，扭曲了事務原本存在的意義與目的（通常發生在科層化的社會區域之中）。（2）身體在過多的社會角色間來回移動，每個角色分配到的「身體素質強度」被過度的稀釋，不足以支撐起該角色原有的社會質量，導致「社會角色的失實」（under-realization of social role）現象。這也是一種「社會身體挫折」（the frustration of social role）。身體過動現象所引發的身體負面行動（negative action）做為社會行動與社會目的之間的斷裂，此斷裂不應只是視為社會的病徵，因為斷裂之處才是透視社會行動深處其動力根基的幽徑。如同精神分析學從精神疾病現象的描述中，發現意識結構中竟然蜷藏著無意識的維度，它只能透過某個「不正常」的心理形式才能紓展開來，成為意識作用的動力基礎。易言之，無意識其實正是意識的含藏空間。類似於此，身體社會學的行動理論察覺到了，社會行動由於是牽涉「意願」
的行動（Parsons, T. 1977.），其行動結構中也必然蜷藏著「無行動」（un-active）的結構。社會身體過動現象就是一個明證。如此一來社會就不再是純粹社會行動的結果，是社會行動連續運作下的產物。社會是充滿著行動的斷裂、空白與停頓的場域。在行動的斷裂處並非無事發生、無物存有，這可以視為是行動醞釀的時期與空間。在此時空中，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以及任何涉及社會與身體交互作用中產生的二元分裂，都得到了相互融合的時間與空間。教育社會學必須視為是教育時期與教育空間。無怪乎從素樸的社會行動的角度而言，教育會被視為是一個沒有實際作用的社會領域。素樸的行動概念要求行動的結果必須是可見的、可量化的。以這樣的再現邏輯來要求教育，制度化就很容易朝向官僚化（高度的再現中心主義邏輯）的形式。企圖以不斷的刺激行動來填滿那對官僚制而言怎樣都填不滿的社會黑洞。於是產生了教育身體的過動現象。
  3.2 任何涉及權力的社會體制之建立若不是奠基於「人的條件」（Human condition），將導致權力運用以及其他相關體制本有概念（innate concepts）的「平庸化」（banalized）而不會是一般化（generalized）：
    權力，不論其自身或是其形式，任何權力，都不應在它的取得途徑上被壟斷（或許有限制）。權力的特殊性，涉及的是「人的條件」，不是政經地位、社會角色，因此特殊性不應在權力使用中，轉變成對其自身分配途徑的障礙。「人的條件」對權力分配才有具內在限制意義，也是權力之特殊性的根源。在眾多古典自然權利論述中---如休姆（Hume, D.）、洛克（Locke, J.）---對權利的探討，彰顯的正是許多與「人的條件」有關的命題。為何人類必須配給這種權利，是因為人類依其自然天性，他「原本」就該附帶這樣的權利於自身之中來過他的社會生活。在自然權利論述中，社會訴求與人的訴求依然是一體觀之的。這兩者之所以分離，可以從一個社會現象的出現觀察起：透過體制形式的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使某種社會力具體化，再透過此社會力來爭取某些種類的權利、或更多的權利。其中社會力就是權力的社會化，這與權利的制度化有關。權利的享有產生一種具社會影響作用的力量。然而，顧全人的條件而有的權利，由於人的條件是否完備相當不易證實，因此在取得上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與難度。相對的，制度條件相當容易完備，只需通過一定的社會公共程序即可。於是人的條件之證實被制度條件的確立取代了。權力全幅的意義維度坍縮為單一社會權力。擁有（取得）權力單純成為人的權利，這其間複雜的取得過程（包含人的條件的逐一證成）全被制度給取代了。問題是，當所獲得的權力，與獲得權力之主體，兩者間不相匹配，也就是說他獲得權力的因素，並非奠基於他「權利應有性」的彰顯（人的條件的完備），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從鄂蘭（Arendt, H.）對權力現象的分析與論述中，吾人可以斷定，權力的正當行使，終究不是否合乎「制度條件」（合不合法）的問題，而是「人的條件」在權力的運作核心中是否成為考量的基準。「權力本質」（權力自身）和「權力形式」（權力種類，如工作的、言論的、教育的、參政的、立法的、行動的…等等），在權力透過一正式的分配機制進行分配之前，要小心的區分。忽視兩者間的差異，將導致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的混淆，不是談論其中一項時忽略另一項；便是以其中一項同化另一項。從「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的高度來談論權利，權利必定會在人的狀況中與權力相遇合。「自然權利」的另一面正是「自然權力」（natural power）。權利就是「權力的權利」（Right-in-power）；而權力就是「權利的權力」（Power-in-right）。反之，缺乏權利的權力，成了「不正當權力」（Power-lack-of-rightness）；缺乏權力的權利，成了「空形式權利」（Right-in-empty-form）。「不正當權力」與空形式權利」的運作，最終將導致對權力/權利自身的否定，此否定作用也會進一步會擴及權力/權利行使者（個體、或群體、或組織體）身上。目前權力與權利在社會狀況中，正隨處充斥著「不正當權力」與「空形式權利」運作的自我否定現象。要討論這種狀況還是得從制度下手。
    這種權力/權利在社會中隨處存在的自我否定現象，指的正是鄂蘭指出的「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否定性做為「惡」，在制度的支持與擴散下，成為一種平常性的事實（甚至平常到無法察覺正在為惡），侵蝕權力/權利的正當性。在否定「人的條件」，只憑「制度條件」所給予的權力/權利，其實就是對權力/權利本身的否定。也一併否定了原本企圖透過制度來使權力/權利一般化，普遍化與共同化（commonization）的「原初觀點」（original point）。於是只有普及（prevalence），而卻一點都不「普世」（universality）；只有個別的無處不在，而卻一點也不「一般」；只有平庸（banality），卻一點也不共通（common）。
    制度條件給予的只是權力行使的合法性，正當性（justness）對於制度而言，只能去象徵，而不能給予，「人的條件」才是正當性的源頭。當權利企圖以制度化方式，確定其「自然」（natural也有「本質的」涵義）意義是可以有一般（經驗）理解的唯一途徑，進而使權力概念社會普及化的條件完備。然而權利制度化充其量只能是權利的法律化和結構化（於是體制化），從來不曾在制度化過程中，人的條件充份的被保留下來，做為權利之所以是「人的權利」的社會化原初精神。
權力之所以是人的權利，意味著某些權力的賦予，必須奠基在「人的條件」在某種程度的完備之上。這才是權利所以要制度化的根本理由。如此被制度化的權利，便能使人在權利的擁有與運用中，提升人的條件。人的條件提升之後，某些高級權力便能賦予了。易言之，權利制度化的目的在於引導人能適當的行使特定的社會權力。一旦以上所要求的基本因素缺乏任何一項，權力/權利將走上平庸化的後果---一種沒有普遍（universal）、一般與共同（common）意義的普及化。
    民主做為權力/權利一般化的治理模式，要保證的是權力/權利的途徑不被壟斷，並非某人主觀的對權力/權利的詮釋與擁有。民主制度要保存與建立的是這條途徑的暢通與無條件存在。平等指的是取得實質權力/權利機會的平等，並非預設每個社會個體已經證得全幅的權力/權利，或完全透過制度強加賦予。權力/權利是人的潛質，不能被質疑與取消的是這個事實。
  3.3 教育身體的五種概念：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身體概念，指的是一種超越物質性的、生物性的見解，向自律的身體、自我的身體（body in itself）、主體的身體轉化，這才彰顯出一個身體要成為一社會身體的要義。教育社會學身體觀涉及下列的幾個重要的身體概念（1）知覺的身體（2）自我的身體（3）實踐的身體（4）道德的身體（5）社會的身體。一個身體要成為一個「可教育的」身體，必須在個體的身體維度上綻放出這些身體概念中的其中一種。而一個具可教育性的身體才是一個真正的身體，而不只是一個物質性的、軀體性的身體。這五項身體概念，一旦得到理想的開展，任何其中一項皆包含其他四項。例如所謂「自我的身體」就是身體在知覺性、實踐性、道德性和社會性四種面向的完備。換言之，身體必須在知覺領域、實踐領域、道德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才能證成身體的主體性而為一「自我的身體」。其餘皆依此類推。
    3.3.1 知覺的身體（the body of perception）：
    不同於感官的身體（the body of sensationality）。知覺身體是對感官身體的超越。這必須在感官的運用中揭露其直觀能力並藉此把感官身體轉化成一種感性的身體（aesthetic body）。感性的身體是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待感官身體被超越後的身體觀，而知覺的身體則是從本體論的角度（知覺之所以存在的知覺本質）來看待感官身體被超越後的身體觀。兩種身體概念其實指的是同一種性質的身體維度。這兩中身體觀的陳述背後涉及梅洛龐帝（Merleau-Ponty, M.）---知覺的身體---和康德（Kant, E.）---感性的身體---兩者之身體觀的接合。其中康德的身體觀是必須加以從康德的形上-認識論中轉化為一種身體的理論。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幾乎這一項任務本身就具備了獨立為一篇論文的份量了。標題訂為「知覺的身體」其實已經透露出至一轉化工作的策略了。以梅洛龐帝的身體觀維度來探測康德理論中身體性質的成分。如果現象學的系譜能追溯到康德，那麼在一個現象學的共同平台上，或許兩者的身體觀之貫通就有可能了。
    3.3.2 自我的身體（the body of self）：
     3.3.2.1 自我的身心二元性：
    從監獄、瘋癲、醫療、性的系譜學考察，到晚期關注於自我命題系譜的一系列講座，標誌著身體外在技術（社會的）向身體內在---自我---技術的轉化，自我這樣一個命題，透過傅科的「知識型」之轉化，使得長久以來處於身心分裂，並偏向心靈層次的觀點，得到一次的平衡，自我的身體意象被充實了。身體也超越了物質性的視野，被自我給充實了。心靈意識到了他是一個身體的自我，從身心交織的觀點上給予了另一種彰顯自我的途徑，並逼顯出「心靈的自我」只會是一種在論證上，讓自我的真實性無限退後的分析性概念。當身體「意識到」一個內在於它的「自我」存在，一個同時是自我的，也是身體的超驗命題就開展出來了。超驗命題，這個原屬於知識論範疇的問題如何可能超越它的限制而有實現的可能？透過身體論述？透過一個身體社會---身體行動所在的場域---的論述？自我的問題如何可能不再只是交付知識系統的一個必須加以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是有可能在實際生活（社會脈絡）中發生的問題？自我真正的彰顯，如何不再只是認識的超驗結構是否被澄清的問題，而是如何實踐的問題？自我的澄明如何有可能不在「理論自我（theoretical-self）」壓抑「實踐自我（practical-self）」的狀況中進行？這些問題是傅科透過〈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所彰顯出來的問題，也是它透過「自我關照」（care of self）和「自我認識」的系譜學考察所要澄清的問題。傅科在哲學史的這個轉折點上，似乎交代了哲學史之所以是以自我認識問題為軸心的緣由，同時也意指著哲學問題其實原本是自我關照的問題。這無意間竟使得超驗哲學有擺脫形上深淵詮釋窘境的可能
。透過傅科的釐清，超驗問題便不再只是知識論的一種假設，它其實有實踐的可能。超驗問題其實就是實踐問題。自我知識的產生只是一種此實踐過程或結果的自我回顧（memorizing of self）或自我檢驗（examination of self）的表出（expression）。

      3.3.2.2 自我認識和自我關照間的位移所彰顯的倫理學問題：
    什麼是傅科所謂的「自我的技術」？那是一種技巧（skill），也是一種態度（attitude），是一種個體的支配（individual domination），是一種自我的訓練（training）模式，是一種加諸於個體的身體、性靈、思想、行為和存有方式的某些操作（operations）。透過上述這些，個體轉化（transform）其自身，其存有方式改變（modification），以便於達到一種幸福的、純粹的、智慧的、完美的或不朽（immortality）的真理狀態。（Foucault,  ）傅科主要從古希臘羅馬時期
至柏拉圖時期的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思想的考察中提煉出自我技術的概念。他認為自我技術的概念其實普遍存在於這些脈絡之中：

「在希臘羅馬的文脈（texts）之中，必須認識你自身的命令（injunction）總是聯繫著另一個必須關照你自身的原則，就是那種關照某人自身的需要而使得德爾菲的格言發生效用。而這在所有的希臘羅馬的文化中是尚未彰顯的，直到柏拉圖的阿西比亞得（Alcibiades I）才被明白的揭示出來。」（Foucault,1988.）
柏拉圖在〈阿西比亞得〉中所彰顯出的兩個議題「知汝自身」和「自我關照」其實便是西方哲學思想發展的兩個核心。傅科從兩種脈絡（contexts）---一、二世紀早期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羅馬哲學，以及在第四、五世紀晚期羅馬帝國時期中發展的基督教精神和修士原則（monastic principles）---來探討自我詮釋學，並企圖從中取得理論和實踐方法（practices）之間關係的均衡。企圖把實踐因素從理論中心主義的文化現象中恢復其應有的地位。而那一套實踐方法在希臘時期就被建構為epimelesthai sautou「關照汝自身」（“to take care of yourself”），或「關涉自身」（“the concern with self”）。傅科在此哲學實踐因素的揭露中意識到，哲學的二元性是一種理論和實踐的二元。前者可以由德爾非神諭「知汝自身」（gnothi sauton“Know yourself”）為原型，而後者則是以「關照汝自身」為原型。哲學傳統長久以來過份的強調「知汝自身」的理論性發展而遺忘了「關注汝自身」在哲學的實踐意義---即是透過後者前者才有發生作用的可能。在此，哲學二元性的探討從「主體/客體」的二元移轉為「實踐/理論」的二元。這樣的切換是否能有效的把「哲學的身體」（philosophical body）轉換成「社會學的身體」（sociological body），並且避免「社會學的哲學」（sociologicalized philosophy）在進行真理論述中，掉入長久以來的主客分裂無限循環的形上深淵，是有待釐清的。不過這卻著實的提供了一個真理論述方法。傅科的自我詮釋學除了隱含著以上的轉向之外，還有另一層意義的轉向。如果哲學在為了追求真理的目的上而有了「超驗轉向」（笛卡兒、康德，以及之後的胡塞爾），那麼此處我們再度面臨了另一次哲學史的轉向的抉擇---即「實踐轉向」。此轉向以傅科理論中主體詮釋學轉向為基點而擴散，企圖在喚醒哲學傳統中其自身實踐因素的遺忘。（Foucault, 1988.）在哲學的歷史還原中彰顯道德的系譜學，並在道德系譜學中逼顯出道德原則在哲學「實踐/理論」的二元差異中的移轉。藉此揭露哲學在此移轉中的失誤（重理論而輕實踐）並認為這是一種「倫理學的失誤」，因此也導致道德的誤解，加以對此失誤釐清，還原出哲學的真實面目。
此外，要特別指出的是，哲學的倫理學失誤會是---中間經過社會學的轉譯---導致教育（如果教育是社會性的）失焦的一個遠因嗎？
在此必須要注意的是：對自我的關照往往在關照的過程中沉溺於對思考的關照，自我的關照變質為對自身的認知。原本關照自我的意識最後只聚焦於知識的形成，只在追求認識結構的徹底描述或知識型的完善，而忽略實踐的可能。「實踐是一種美德」在哲學的建構原則中幾乎完全被「思考是一種美德」篡位乃至於置換。原本只是「技術性的建議之言」（Foucault, 1988.）（technical advice）的理論，反而成了哲學中道德原則的代表主體，實踐的面向著實的因此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制，這就是傅科所謂的『「知汝自身」遮蔽了「關照汝自身」。』而此遮蔽的原因就在於道德原則在哲學中的二元轉化。尤其是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的哲學發展已經漸漸的把關於道德原則的發言權從實踐學（science of practice）移轉到認識論（認識自我或自我認識的學問）---從笛卡兒到胡塞爾---的手上了。所以更深沉的是，這裡存在著一個道德性移轉的問題，「道德」才是這整個移轉過程的主角。正是這個移轉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種偏差，其結果竟扭曲著哲學應有的功能，傷害著哲學的體質。主客二元論述之所以紛擾不休難以解決，難道不是這個錯誤發展下的結果嗎？難道這不是把主客二元問題僅僅託付給理論來解決的一個偏見下所造成的必然悲劇嗎？哲學使之所以遭受主客二元分裂之苦，長久以來一直無法擺脫這個糾纏，給予一個圓滿的解決之道，原因就深植於這個哲學自身實踐因子的被壓抑。而這也影響著道德原則無法真正的如實彰顯。 

自我的技術和自我的認識（知識）息息相關。自我技術對於自我認識而言是一種「實在認識」（true cognition）的確保，而自我認識是自我技術存在結構的真理驗証環節，此環節使我們「知道」這個技術對於真理的顯現是有效的。這兩者的交互運作之下，使我們能免於錯誤嘗試自身的自我複製（一錯再錯），以及在錯誤的操作下喪失真理的判斷。自我技術在歷史中的式微，其實注定了真理的矇蔽。我們不再相信真理。而以一些無法驗証的論述企圖說明真理或詮釋真理。或許你真的感受到了真理，但卻無法以實際的作為來證實。於是真理的論述取代了真理的技術成為精英階層維護其地位的謊言操作模式。然而，無法證實的事又如何能合理的、合法的付諸於文字呢。因此自我技術就是一種自我認識的程序，透過特定的技術人們了解他們自身。
不應恥於承認知識或認識其實具有某種技術的意義或層面，此處正是要企圖彰顯知識的技術意涵，並把這結合的意義付託於一個概念---「科學」（Science）。如此一來，自我的技術就是一種「自我的科學」。

      3.3.2.3 倫理學問題做為一種自我克制（self-renunciation）以回復善行（good conducts）---克己復理
---的社會技術問題：
    道德問題是自我技術的；而倫理問題就是社會技術的。道德問題如何轉換成倫理問題；而自我技術又如何轉換成社會技術？在〈自我的技術〉文本中，傅科一開始便透過禁止（interdictions）、禁制（forbidden）、限制（restrictions）和壓抑（prohibitions）等概念的提出把思緒指向了存有的不可見或無法完整徹底的被對象化（objectified）的虛空處（negative dimension）。
而與進入虛空處相應的整個具有抑制內涵的概念皆涉及著一種技巧（skills）、技藝（arts）或技術（technologies）。透過一套技術---一種抑制的技術。如苦行（asceticism）---自我不得不在此過程中對其自身解密（decipher himself）。（Foucault,  ）整篇文章可以說是一種克己技術的歷史考察。
以上所述蘊含著另一層意義：我的自身（the self of I）透過某種特定的抑制技術而後表-顯（ex-press）自身。此處的「自我」（self）是相對於「我」（I）而言的一種更為真實的主體狀態。「我」要進入「自我」此一更為基本自我的型態，或我反思自我的這種超驗情境，竟然是要透過一種自我抑制或自我捨離的過程來達到，或反而是自我認識就是一種自我捨離
。此處傅科引用了韋柏的疑問來彰顯他的觀點：如果某人想要理性地行動以及根據真正的原則（true principles）規範它的行為，某人自我的哪一部分應該捨離？傅科接著問，要得到此理性所要付出的禁欲代價（ascetic price）為何？而我們又應該把自身託付給何種禁欲活動（asceticism）？然而我認為更應該要問的是：禁欲技術僅僅是一種具有壓抑（有意識的壓抑）意義、自我剝奪或經驗性的捨棄的技術之停滯，還是必須提升為超驗的純粹理性的先天道德法則的自我給出？前者將會導致形式上的「捨棄」（這反而是一種經驗性的執持「不捨」，執著於空洞形式的操作），對於理性的提升並無助益。而後者的捨離是一種自我在超驗狀態中超驗主體性的顯露後「經驗自我」的真正剝離。這不就意味著自我的捨離要捨離的其實正是那個自我嗎！這是一種否定的（negative）自我技術。更進一步而言，對此，自我技術是一種意識的技術，意識的技術的落實（practice）就是所謂的「認識」。因此，我們應該意識到此一技術的存在與此技術相關的知識有關，而此知識又與自我的知識有關。此自我的知識是對自我的認識，是自我對其主體性的意識到。真實自我的顯現竟然是透過自我的捨棄，這對於現代哲學發展進程有著什麼啟示呢？整個哲學史真的是一種自我捨棄的方法學的歷史嗎？傅科在文章末後提到了另一種自我彰顯的方法是十八世紀直到現今的人文科學所採用的技術---表出的技術（techniques of verbalization）---難道沒有可能是一種提醒嗎？是一種對於自我克制倫理學遮蔽的警示嗎？我們其實是在不斷的再現需求上不斷的壓抑自我的真實。自我的真實如果就是胡塞爾所謂的「生活世界」（Liebewelt），而「生活世界」正是主體的「超驗主體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彰顯後所意向的對象，也是他證成自身為一「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場域，那麼，交互主體這個概念中的社會-倫理學（socio-ethical）意義便呼之欲出。沒有超驗能力（超越自身經驗域），互為主體性中的交互關係是不可能建立的。而超驗指的正是一種「反面導向」（toward negative）的能力。透過「否定的自我」（超驗自我），主體間的關係建立了，倫理的社會彰顯出來了。
    自我在自我中彰顯的這個超驗問題透過傅科自我技術的主體詮釋學的反轉，使得長久以來捉襟見肘的超驗哲學有了延續其命脈的方式。超驗自我其實可以透過自我加以直接證實，而不必透過胡塞爾之後的現象學策略。超驗問題屆此不再是一個唯心的虛幻的理論假說，它其實正擺脫了認識論的束縛漸漸的使得自我問題奠基於實踐的倫理學。超驗問題原來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因為哲學發展的某種喪失而誤以為是一個純粹認識論（mere epistemologically）的問題。

3.3.3 實踐的身體：
    強調「道德為體，超驗為用」的教育實踐觀，並把這樣的教育實踐論，與社會學行動理論相互參照，試圖發現兩者之間理論貫通的可能途徑。若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行動理論看待教育是一種社會行動的社會學觀點將有一個以教育觀點來透徹行動理論的補充。透過胡塞爾（Husserl, E.）的轉化，超驗命題並非是一個空泛無根的形上幻覺，而是主體在把他自身投入到一個生活領域中，進行「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歷程後所彰顯的一個經驗自我超越的結果。（Husserl, 1970.）而這樣的經驗並不會在超越後變質為虛幻的意識對現實對象的虛擬經驗現象，反而乍現一個更為真實的現實界。而這樣的體證的確定性就來自於主體自身在超驗還原後，仍持續與現實藉維持一個關係，並且是一種更密切、更確定的關係結構，之前被「存而不論」的對象，在超驗呈顯之後，都會再度重新置回同一個主體之中「被經驗」一次。不會因為被「懸擱」（suspended），而被拒斥，不承認他們的存在現象。然而，由於「超驗主體性」必然是「互為主體性的（inter-subjective）」（Husserl, 1970.），因此「存而不論」的對象之重新置回，其實是放入一個眾主體間的動態關係網絡之中，也是放入主體與現實域的交織網絡之中，並不會是封鎖在一個封閉主體存在範圍之內的強迫擁有。這是實踐行動以超驗為用的面向。單純以素樸經驗（naïve experience）意識來體驗社會現實，身體就只會是社會身體最素樸意義的呈現。教育必須具有提升主體的功能，而不是只有社會化（素樸意義的）的作用。
    「道德為體」的教育實踐指的又是什麼呢？首先必須闡明，道德（morality）指的又是什麼？簡單的說，道德是實踐的原則。道德原則又可分為「現實的原則」（principle of reality）和「先天的原則」（principle a priori）。現實原則可視為先天原則在經驗領域的代表，是先天原則的提示，而非它的真實自身。雖然是代表，可是正是它來自於之前道德實踐者體證後的描述，因此他本身也蜷藏著真實的先天性，有待於後來的實踐者，透過自身的體證行動來開展。
3.3.4 道德的身體：
3.3.5 社會的身體：
  3.4 小學教育的身體面向及其基礎性的重要意義（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1）身體教育是小學教育的主要概念（dominated concept）：所有的教育活動皆以此概念為基礎，小學教育目的之落實才有可能。反過來說，所有具正向意義的小學教育都能呈現出一個特徵，那就是以身體教育為線來交織成一張教育網絡。（2）小學教育是一種身體性的教育活動：透過操作、實踐等活動來完成生活觀、人生觀等基本的價值概念的體悟。身體教育彰顯的是道德層面的意義，而道德之於小學教育並非知識論上的研究和教導，卻是透過身體實踐而來的人格上的確認（personal conformity）。其中的教導便是老師要透過單一或一套系統的教學項目或言說（discourse）來鋪陳出一個身體教育的道德情境，藉此把所有的身體實踐的相關項目和身體實踐本身引導至一個超越單純感官身體意義（mere sense of sensuous body）的另一個特殊層次。只停留在感官身體層次的教育，若非此教育活動尚處於未完成的階段，就會被賦予一個失敗的標誌。

    3.4.1 何謂身體教育？
    強調小學教育「身體」的首要性。教育要彰顯出身體的五個面向（見3.3），使身體在教育過程中「中性化」（neutralized. 這是一個現象學方法學上的目的），還原出身體的純粹性。而在教育過程上則強調「實踐」的首要性。基礎教育總是一種透過實踐，而使人類社會中涉及的各種「基本觀念」（fundamental ideas），其實質意義在身體維度中綻開的導引。實踐總是身體的實踐。並且透過教育，實踐使身體投入一個預先給定的社會場域之中，體驗到社會基本觀念的純粹意義。由於此純粹意義是由主體在自身的實踐行動中所呈現的，因此純粹意義將也會是主體的，不僅是社會的。如此一來個體與社會將相互產生認同，並且此認同是建立在某種共同價值之上，修補了社會制度強加於人所造成的否定作用。
    3.4.2 身體教育是道德教育作為教育之基礎階段的首要途徑：
    「道德教育中身體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body in moral education）這個觀點---首先是哲學意涵，次為社會意義---必須在小學教育中被意識到，進而被掌握到。道德教育不應該只停留在知識論的層面來進行教育的操作，從康德的實踐哲學到傅科學術生涯後期所關注的自我-主體系譜學（genealogy of self-subjectivity），這一脈迂迴曲折的道德論述的系譜，儘管各自都選擇各自的關鍵概念，透過此一關鍵概念的描述中來烘托出各自所要提出的道德基本命題，但這些論述都脫離不了一個共同的命題：道德價值的彰顯是透過一個具主體意義的存有，並且是一個實踐主體的存有而能完成的。而實踐總是一個涉及身體維度的社會現實世界的活動。
  3.5 身體的教育中的良知意義（significance of conscience）向體罰意義偏轉的原因：
    3.5.1 懲罰與體罰的混淆：
    何謂體罰？（1）一種身體懲罰的過當或過度的，過度身體懲罰現象。（2）過度的權力加諸於身體的現象，一種暴力現象。（3）體罰是一認知上的而非本質上的現象。何謂懲罰？（1）
    3.5.2 沒有懲罰的教育及其社會條件：
    （1）家庭教育的全面完善。（2）義務教育的取消（3）懲罰不在教育中實施，而在教育情境之外實施（如成立一個專司懲罰的處室）。這些條件不是太過理想，就是會衍生另外的社會問題，因此「沒有懲罰的教育可能嗎？」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問題，也不是教育中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個教育中不是重要問題的問題又為何成為校學教育中最常受到大眾矚目與關注的議題，背後所隱含的社會意義為何？這呈現出社會普遍對教育想像的貧乏。
    3.5.3 教育懲罰（punishment in school）和社會懲罰（punishment in society）之間的不同：
    首先這個命題已經預設了另一個命題的存在：學校做為另一種社會型態的存在與一般社會存在之間是有存在模式上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存在若是能論證為肯定的，那麼，一般社會中現行的制度或理論能否原封不動的套用在教育的經營與發展上。若能更進一步的證明學校是一種「超社會」（trans-society）的存在模式，那麼其存在的方式就必須獨立於一般社會，不論是在制度面還是理論面。這說明了學生運動為何總能以其超脫於社會包袱的姿態而展現一種另類的社會改變力量，進而也足以從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理論的角度說明，為何政府總是不厭其煩的一再以各種社會制度來企圖同化教育制度。教育懲罰本質上是自由性的（liberal），社會懲罰本質上是操控性的（manipulative）。（伊利奇, 1994）學校社會是一種前社會（pre-society）或類社會（quasi-society），人的學校化是一種自主意識在社會關係中的被激發起。因此其中所施予的懲罰皆針對其行為本身的失當或錯誤，不會是一種刑罰（penalties），針對的項目與行為本身的對錯、善惡無絕對的相關（犯法的不一定是有罪的）。教育懲罰不可能像社會對身體的侵入是官僚式的、單向的、不可迴避的，而是建立在一種活生生的師生關係互動上。
    3.5.4 當前的教育體罰問題的形成是言說性的、社會性的？還是本質性的？
    若是前者，那麼教育體罰問題彰顯的是教育本身的問題，還是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的反映？答案肯定是後者。那為何社會問題會以教育問題的面貌出現呢？背後的真相是什麼？這凸顯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期待已經是紊亂的、失焦的。此期待反應了社會看待教育功能的出發點並非在教育本身，而是在社會身上。這是否反應了學校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和直接了？原本教育與社會間的關係之確立時屬常態，然而，後者對前者發動了屬於制度層次的干涉行動，又在制度性的干涉上踰越了教育之所為教育的構成原則，並以制度性的、法律的言說覆蓋了教育言說的結構，此舉導致教育言說結構被平面化了（只剩呈現在制度性的框架上平面影像），原本其中複雜、層次豐富的內涵被壓縮殆盡。
    3.5.5 從肉體的懲罰（corporal punishment）到懲罰的身體（punished body）再到自律的身體（self-disciplined body）之轉化：
    肉體與身體的觀念認識不清才會導致把身體誤認為單純是肉體的身體，於是就把教育中身體面向的教育領域的之內的懲處因素辨認為或詮釋為體罰的負面意義。紀律，或暴力（disciplinary, or violent）？此疑慮彰顯出懲罰的教育困境。
從兩方面來進入此問題。（1）紀律的身體與自我紀律（self-discipline）：自我紀律指的是透過紀律的持守開顯出一個反省的自我（reflecting self）（或超驗的自我）。它首先是一種身體技術，進而是一種自我的技術。（2）你為什麼不能懲罰？或精確的問，你為什麼對懲罰有所顧忌？顧忌中所疑懼的對象，是道德原則的還是身體處置的？簡言之，是道德顧忌還是身體顧忌？道德顧忌指的不是懲罰本身所衍生的道德問題，而是指懲罰背後的道德原則，施懲者自己是否瞭然於心。換言之，懲罰的方式、動機是否發自道德原則的召喚。然而，社會道德對自我道德的覆蓋使得這種顧忌是一種社會性的，而非普遍的客觀性的。身體顧忌指的是，學生身體的處置已成為一種教育禁忌。（3）社會道德與自我道德的差異：「社會道德」這樣的現象，以倫理學的角度觀之，是一個背謬概念的呈顯。因為道德總是一種「自我」的實踐原則，是自我道德，而非「他我」道德，叫他人實踐的道德。換言之，道德是對自己的規約而不是對他人的。社會層次所要彰顯的不是道德，應該是倫理。一種各「主體」之間關係的確立原則。此主體可以指個人，也指群體。也就是社會道德對社會倫理的混淆，造就了自律道德意義彰顯所需的社會條件的喪失。社會倫理的瓦解使得教育懲罰所具的自我道德義涵被抽離了，道德是他人的道德，不是自我的道德，道德的意義被反轉了。這種反轉使得道德實踐所需的自我場域被某種虛幻的場域替換，於是稀釋，乃至於消解。是被什麼虛幻場域稀釋了呢？是把道德實踐的責任轉嫁給一個非自我的其他者（或泛他者pan-Other）之上。簡言之，道德實踐場域不在我身上，而在他人身上。我個人的道德是依靠他人道德實踐的完成而完成的。這是一個最終註定落空的道德想像。個人的自我在社會生活中，暗暗的被社會的主體性所覆蓋了、轉換了，我們的自我變得只依賴社會的支撐，這是一種自我危機，也是道德危機。
  3.6「具體化」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em-bodiment”）： 

    3.6.1 「具體化」教育對「制度教育」的批判：

    透納（Turner, B. S.）從韋伯的社會學中讀出了現代性和身體間的關聯性。（Turner, 1992）整個社會之所以朝向理性化的傾向發展，其實是來自於對一個新的身體的調控和支配方式的需求正在產生，因為新的經濟模式（資本主義）正在形成。所以與現代性相關的社會學論述充滿著社會學式的身體想像。與其說社會學是研究制度、經濟、政治之社會學義涵的學科，倒不如說這些議題皆因圍繞著一個身體意象而有了一個新的觀察視角，並得以藉此重新從制度、經濟或政治的領域提出新的社會學命題。稱社會是一制度的社會、或經濟的社會、或政治的社會，皆不如以「身體的社會」（somatic society）來得透徹。因為透過身體，一切社會學命題，不論是制度的、經濟的、還是政治的，皆有了一個具體化的依據了（the ground of embodiment）。筆者就是企圖以透納這個「身體社會」的概念，研究從小學教育中提出一個「身體教育」（somatic pedagogy）的可能性。並試圖以身體教育的提出，來釐清以「制度的教育」（institutional education）對待教育下所產生的教育命題之同語反覆論證（tautological argumentation）現象，是會在制度至上（primacy of institution）的教育體制中不斷的惡性循環，到最後只能有一個龐大複雜的教育制度，教育原本之所以做為教育本身的本質和形象因此而被障礙住。一個不具教育本質的教育形式依然存在的因素為何於此便頗令人玩味。總而言之，以「身體教育」來對照「制度教育」便是本研究的關注重點之一。而身體的教育就是強調教育的具體化（embodiment），以此來質疑教育制度化或官僚化之教育合理性。
    3.6.2 教育經驗是一種身體化的經驗（experience of embodiment）及其超越經驗（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身體經驗的給予便具教育的給予性（the giveness of education）。而有另一種層次的教育，在給予身體化經驗的同時也給予了超越身體化經驗的可能性。身體化的經驗必須最終導歸於對身體經驗的超越經驗，否則身體化便只停留在物質化。黑格爾（Hegel）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終究是人的歷史，而且還是精神變遷（向絕對精神）的歷史。（Hegel, G. W. F., 1956.）因此，一種物質-身體化主義是矛盾的人類史的詮釋結果。身體化經驗總是一種超驗的身體化經驗。社會生活所建構出的脈絡總是彰顯著物質化的意義，身體經驗因此浸潤著濃厚的物質性的社會經驗。於是教育給予的身體經驗對於身體的社會經驗而言是具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藉此喚醒身體經驗原本就具有的超越能力。如此一來身體經驗，就在「教育的身體化經驗」和「社會的身體化經驗」之間反覆的辨證過程中，朝向超驗的身體化經驗。

  3.7 小學教育中重疊著雙重不一致的身體意象（double dis-accordant body image）：
    一重為老師身體意象；另一重為學生身體意象。此兩重身體意象背後各自所蘊含的身體觀念和身體運作所要求的原則目前並不一致，是相扞挌的。本研究的目的便是要描述出不一致的地方為何。以及從不一致的事實的描述中逼顯出教育活動和教育行政間的目的論差異，進而面對此差異對教育的拖累。
  3.8 身體教育社會學所處的社會狀況：
    3.8.1「自然社會」（society of nature）與「制度社會」（society of institution）的差異：
    自然社會的概念與原始社會不相同。在自然社會中，幾乎大部分交往形式（制度、組織、社區等形式）的出現，皆奠基在涉及一個自然規律命題（包含人性，人的本質）的回應需求上，其發展圍繞在「合乎自然規律」的這個期待上。在交往過程中，屬於自然性質的修辭或內容在言談中佔有相當重的比例。制度社會的這種概念可以從韋伯論述一種理性化社會追溯起。在制度社會的維持理由中，自然規律這一點是被極度邊緣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被禁制的（透過論述的置換---如資本主義的推動---或制度性的焦點移轉---如消費神話的製造機制之發展），因為自然概念是一種能照見制度論述本身的虛無和矛盾進而癱瘓制度的因素（這也和現今制度象徵著梅洛龐帝（Merleau-Ponty, M.）指出的「人類操作思考方式的絕對人為化傾向（artificialism）」有關。）。維持制度社會的理由可以是經濟的、生活的、政治的，但這些理由都可以一個唯一的理由來總結之---制度的。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制度社會的變遷不能稱之為社會變遷，而稱之為制度變遷則能更加適切的點出此社會之所以變遷的理由。從一個制度中衍生出另一個新制度，或是從一個制度脈絡（context of institutions）中衍生出另一個新制度，於是制度之間的關係位置改變了，制度結構也隨之改變，制度結構改變至一個程度社會性質便開始轉化。是制度結構的變形導致的社會變遷，然而制度之所以要如此擴張，其目的並不為對「自然命題」解決或回應在方法或策略上的改善，而是制度之間的相互詮釋、相互支持，或相互補償，以維持一個制度結構自身的生存。這樣的社會便可視為是一種制度的社會。在制度社會中，人們的生活在語言內容上，已經從「自然的」轉換為「制度的」；在規範活動上，也是以「制度的規律」置換「自然的規律」。

    這種自然社會與制度社會之間區別的確立，以及兩者差異的描述，是為了能更確實的描述人、自然、社會三者在教育中的關係。在自然社會中，教育在自然與社會兩者在形式的轉換中順其自然的給予。因為人在自我-社會的遇合中，身體縐摺是相對完整的，社會因此而沒有裂解的危機，也因而沒有必要透過從社會中「分離出」（制度化）教育，來穩定教育在自我-社會的遇合中所引發的動盪。人的自我（人性）在性質上屬於自然，所以在制度社會中，這種自然-社會我必須被轉化為制度-社會我，才能控制社會的危機的發生及其影響範圍。由此可見，在自然社會中沒有教育問題的形成即其爭執，教育問題是制度社會的一個必然產物。而這個問題的根本癥結就在於：教育被分離出社會，繼而再被制度化。這個問題，假若社會結構基礎向自然的命題移動，便自然消解。教育，以其存在本質而言（上一節所論證的），存在於自我和社會遇合所產生出來的交換空間中。它至多就是一種自我（主體化）的現象，或社會（互為主體化）的現象。制度化的教育就注定日後在制度關係中問題的糾纏不清。因為在人和社會的遇合所開展出的空間中，制度化總是彰顯著某種不可被制度化的存在。每一次的制度化只是在社會與人之間在劃上一道割裂痕跡，這種社會解剖學不但不能發現社會運作的根本機制，反而把「人與自我」和「人與他人」的關係切割得支離破碎。
    3.8.2 具混沌性質的社會狀況：
    以混沌（chaos）的觀點看待社會結構，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不再是一個有律則的（regular）社會狀態中的產物，社會階層其實是一個「無律則的階層」（non-regular stratification，Castoriadis, C.1997.）。個人對社會有意無意的涉入、行動、作為，皆可視為社會混沌運動中的一個變項（variable）。混沌社會學（chao-sociology）並非意在貶低人在社會變遷中的地位，和具有任何積極社會影響的可能性，而是要闡述人與社會之間必須維持何種關係結構？觀看社會的最佳距離為何？人要採取什麼姿態參與其中？這是任何即將正式進入社會實踐領域的人必須要經歷或完成的準備工作。任何社會實踐對象或場域與實踐主體之間的意向性結構（the structure of intentionality）尚未得以適度開展（也就是「社會在你眼中呈現為什麼？」這個問題尚未得到某種程度的明朗化，對社會僅抱持著一種素樸的觀點（naïve view）或幻想（fantasies））之前，其實踐行動對社會而言可以視為一種正當的介入嗎？此外，從混沌理論觀之，所謂有效的社會投注（social involvement）如何成立？或存不存在？當社會這個系統的尺度和複雜度已經發展到超過可人為掌控的臨界點了呢？
    3.8.3 無實體的社會（non-substantial society）：
    若社會是一個存有者（being），他的存有（Being）為何？若組織是一個存有者，他的存有為何？這種透過Castoriadis-Heidegger的「社會存有學差異」（the socio-ontological difference）的社會描述策略，揭露了社會並非是一個實體，也無實體；組織亦然。（Castoriadis, C., 1997, Zizek, S., 2008.）
    3.8.4 教育的目的---社會化或人性化：
    這個問題並非在爭辯何者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而是兩者中的哪一個才具教育目的的首要性。從社會本體論的角度觀之，社會無自身的實體，其存在的根基是人及其關係網絡的發展。從倫理學的角度而言人的關係網絡就是一種倫理關係結構和其變遷，而人的關係要能是這種倫理關係，而非其它，就必須個體的人，其自身的道德向度充份的開顯出來，道德主體性就是人性，人性並非是通俗的觀點所指稱的一種與個人習性混淆的概念。政成其自身道德主體性的人，這個主體性會因為是一種道德性的（而不是其它如慾望的、權力的或意志的）所以不會是一種自我封閉的主體性，而是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這是人的生活背景得以發展為一社會體的基礎。於是所謂的社會化不就是指：透過一個進程使人的人性作為其主體性得以彰顯，進而開展出其中所蜷藏的倫理維度，以作為其社會生活的根本依據（fundamental basis）把人的社會空想透過身體的道德實踐轉化為倫理的想像，再把倫理想像轉化為社會想像的歷程。人性與社會性在互為轉化的進程中不斷的自我充實，以一個集體的力量讓每個人證成他自身的主體性。這是社會化的特徵。缺乏這種特徵，就不是社會化，而是社會控制。社會控制下所進行的教育社會化作用，深化了某一主導的意識型態在主體意識與行動中的重要性。然而真正的教育是把某種恆常的概念或原則，透過對身體實踐之引導，再逆轉回到自我對此本質存在模式的證成，揭露出自身的存在原本就蜷藏著的潛能。開展成一幅完整的生命場景。不過一般人總容易落入一種思維模式，即是把恆常的概念或原則化約為意識形態，殊不知意識形態起的是操縱作用，而本質概念起的是自我釋放（self-liberal）作用。這其中釋放的就是人的存在模式的本質---人性（humanity）。自我釋放是人性向度在社會生活框架（framework of social life）中的開顯。社會是一個人類群體（human group）而不是一個制度群體（institutional group）。荷曼斯（Homans, George Caspar）指出了這一社會之社會性的基本原則（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societiness” of society），而「社會之社會性」的揭露正是社會學的任務（Homans, 1950.），也是社會學之所以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的本質。這樣的本質洞見，必須在教育社會學中成為主要的社會學背景。
    3.8.5「理性的」官僚制成為「超級理性的」官僚制（bureaucracy of hyper-rationality）：
    論證一種超極理性現象在官僚制度中的形成，而所有的現實都被吸納至此超極理性所虛擬出來的現實中，被此超級現實的運作邏輯所同化，不然就被否定或壓抑。這是一個把布希亞再現理論的解構並蘊集出一條與韋伯社會學相通連管徑的企圖。原本韋伯社會學中所提出的社會理性，其關注的焦點已經從原本的社會現實移轉到制度本身，脫離了社會的現實。社會理性被化約成了制度理性，其所奠基的現實基礎從活生生的人之生活場域的社會現實移轉到制度內在自身所營造出來的現實。這種制度現實是如何被虛擬出來的呢？制度在其存在的發展歷史中，因某種因素，自做為其母體的社會現實中疏離了。制度不再只是一種做為訊息傳遞的中介轉換目的而存在的系統。它不再是一個只為了再現人類社會體系的最高價值而被設計出來的再現轉譯機制。許多社會學學者在其研究中不斷的發現一個事實：制度會在其運作的事實中，交織出一個屬於自主的脈絡，累積出能夠從人類手中篡奪支配社會的主權的力量。它似乎分享著與其相屬的社會系統的主體性，在每一次的分享中以制度自己所虛擬的各種利益形式為代價向人以及社會機制交換支配權。每一次的分享與其是人及其集團藉由制度完成民主的、公正的、理性的社會運作，實際上是制度上演了（perform）一次汲取支配權的戲法，而一個具有中央意義型態的階層，和制度共謀完成了集權的行動。一個具自主性的制度需要一個組織來完成其現實化的最後階段。一個具有這種肉身形式的制度才能自動的依循制度內在的律則不斷的運作下去。換言之，組織的發展具有一種內在化的傾向，支配權會因為制度的嚴整化在維持組織高度效能的同時朝向中央階層集中。Michels, R的「寡頭統治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描述的便是這種現象。透過制度權力被壟斷，人透過自身的各種創造活動開展社會現實的權利被剝奪了，人成為制度的附庸。

    制度之所以為制度而不是一種自主的活動規律，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內聚力來維持他自己固有的形象而不至於潰散，一旦在制度運作中發生某種窒礙，制度的自我內歛原則會要求制度中的每個單元在保存制度完整性的原則下排除窒礙，這樣的解決方式不以解決問題或理解問題為主，而是轉化問題、稀釋問題、封鎖問題的形成或問題本身。因為任何「根本解決」問題的態度及其發展最終將導致制度本身存在的危機。一旦制度已經深植於某一社會存在之中成為它的存在方式時，制度危機就是社會危機。這是令人無法容忍的。制度式的問題解決是如何達成轉化、稀釋、封鎖問題的目的呢？就是透過制度的自我複製而繁殖制度的方式。制度的自我複製就像兩面相對立鏡子，會相互反射造成無限延伸的鏡像，制度就像存在於兩面鏡子中間的客體，反射出多重自體反射的影像。這就成了制度自己的現實了。社會現實的影像不再是制度鏡像中的內容，制度本身才是。A制度反映B制度，B制度又反映A制度，C制度反映A制度， A制度又反映C制度…虛擬出一幅龐大的制度現實場景，其不斷相互交叉反射所蘊集的影像的光芒逐漸遮蔽了社會現實的光芒，制度認為它的現實比社會現實還具真實性，所以稱為超級現實（hyper-reality）。這種制度重複自我複製的邏輯思維方式就是制度的理性，而又由於這種理性運作下所產生以及所奠基的對象是制度的超級現實，所以可稱為「超極理性」。泛公務員體系（包含教師）中的考核主義就是超極理性邏輯下的產物。考核制度通常流於形式的原因就在於考核系統無法充分掌握人在工作時彰顯的個人意義和社會意義之間的神祕交叉點，但制度存在就必須有所運作，於是人運用此制度的結果就是使之形式化而非實現制度的一切。但考核主義就不同了，它要求一種完全落實制度的原則，於是任何意義都要被賦予可考核的性質，那就是檔案化、文件化、數據化。工作連同工作中的人於是被制度化了。如此才具被考核性。工作現實在檔案化、文件化和數據化中被同化為制度現實的一部份了。制度以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展現著他的面貌，這種純粹性原本具有存有學所要達到的境界，但是如今如果要以這樣的制度來制約一切的社會存在（個人的或集體的），便是嚴重遺忘了制度和人的社會之間原本就存在的存有學的階層是以人的社會為制度的基礎。人的社會的純粹性可以使制度因而閃耀著純粹性的光暈，反過來操作卻是矛盾的。

    3.8.6 做為autopoietic（self-productive）系統的社會系統 ：
    法律系統、制度、組織的共謀。盧曼（Luhmann, N.）揭露了社會系統自我運作的去人類行動意義的社會行動意義。社會行動的主體（agent）在向社會制度存在體的移轉下，失去了人做為社會行動主體的社會根據。（Luhmann, 1995, 1990.）換言之，人的行動及其價值，將在制度決定論的社會情境的催化下，受到壓制或扭曲，產生一種價值的置換現象---制度價值置換人文價值。伊利奇認為，一旦制度證成一種「道義之必要性」的社會共識，人的處境就深陷於制度決定論的層次。（伊利奇，1994.）所謂的程序正義將取代原本正義的形象，但若要人跳離這一套制度程序的行動規則，又會因而蒙受莫大的損害是來自於制度加諸於人的，而這實際上是非正義的。於是形成了一個制度程序的「正義弔詭」（paradox of justice）。這是我們想要任何制度來「固定」（fixed）某些價值性的概念（如道德觀）或體系（如教育系統）之後，又想要透過制度來詮釋那些概念或體系的完整性之際將會面臨的處境。一種「價值的制度詮釋困境」。在價值困境顯現的社會情境中，人的行動必然呈現為混亂的、支離的、片段的。越是如此，人的社會行動就越是受制度價值所滲透，進而被替代，以做為社會行動的準則。如此一來，在制度中的人並非在「去行動」（to act），而是在「去製造」（poiesis, to produce）。兩者的差異就在目的本身與活動本身之間所呈現的關係樣態的不同。前者的活動本身就是目的，因此是一「行動」；而後者的目的總是在活動自身之外，總是為了一個活動自身之外的目的而才會有此行動，因此是「製造」。所以制度強調的是一種「製造倫理」，而非「行動倫理」。要有所產出（production）才是符合制度價值的。要看到的是某人製造了什麼，行動不行動對制度而言是無意義的問題。（伊利奇，1994.）細心的研究者會發現，這是一種「新教工作倫理」概念（Weber, ）的社會學變形。這種邏輯演繹的結果則是，閒暇是為了做更多的事，要生產更多，人的存在才越發有意義（是制度價值賦予的）。但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勞動乃是獲得閒暇所必需的。如果把「完美的製作是一種藝術，而完美的行動是一種德性。」（亞里斯多德）這一標準放在現代，一種「輕德性而重技術」的社會氛圍形成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社會需要社會技術執行者的需求是大過於社會行動者的。而我們的教育，是一種教育行動體系，還是教育製造體系？
3.9 我們要的是「制度的」學校還是「教育的」學校？
    3.9.1 教育場域中制度言說與教育言說的斷裂後的混淆：
    首先描述兩者的混淆導致了什麼教育現象。這可以從學校運作的現象觀察做起。教師與行政，學生與老師、老師與家長，這三種關係各自內在發生的衝突現象或緊張關係，是圍繞著制度言說還是教育言說而產生的？這些緊張關係的存在乃是奠基於一種制度言說和教育言說之間的斷裂，斷裂之後前者進行對後者的取代進程，對後者的覆蓋，就導致了兩者間的混淆。
    3.9.2 行政的結果取代教育結果：
    3.9.3 制度化的現代精神為什麼是官僚的？
    以韋伯的理論為基礎，論述社會的現代化所依據的理性主義史的制度成為官僚化的制度，制度理性向官僚理性轉化的過程中封鎖住了理性完整的意義。
    3.9.4 老師工作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
    教育之所以有教化的力量是因為制度因素還是人的因素？當教育在不斷的制度化進程中把人性因素擠壓為制度的第二性現象，這個社會擁有的是教育「制度」還是「教育自身」（education in itself）？教育是為制度存在還是人？如果是為人存在，那為什麼教育改革與人的感受只是一種教育科層制的擴張下利於政策執行的教育支配，而不是教育哲學（甚至也不是教育社會學）層面的論辯對教育在方法論上的改善？理性化，這個韋伯用來描述社會除魅（unenchantment）現象之後總結的術語，在一切生產關係中要求每個環節必須被轉換成具有可被計算性（calculability）的價值。當人的價值、能力、活動、思想，也就是人的生存現象都必須換算成一個統計數值，即使這個數值很高，具無敵的比較價值，這樣的文化有什麼值得稱許之處？此質疑重點不在一數值之可轉換性。所有的現象都可以經由一套機制換算出一個數值，轉換之所以可能必須現象先於數值，先於轉換機制，為什麼會是相反呢？為什麼會先算定一個數值，而所有的運作就只為了滿足這個數值的合理性呢？很多實例告訴我們，這樣的運作模式往往只會產生績效的假象，與那落實件事的本質漸行漸遠，甚至無關。在制度潔癖的精神狀態裡，行為本身原本積蓄的人性深度被壓縮殆盡，殘餘的只是執行的強迫症狀了。老師往往在現今教育狀況裡從彰顯教育實質價值向無情的教育政策、律令的執行工具移轉。一種教育偏差狀況逐漸形成：教育這個概念的正當性是來自於一教育行政執行程序的正確度之中獲得的。

    3.9.5 制度理性取代認識論理性（epistemological reason）：
    不在認識過程中給予對象的客觀性，而在制度的重複複製中把客體對象化。沒有認識，只有知識。一個沒有認識論深度的制度社會，將會是一個集體喪失反省意識的社會。社會問題將不再透過對話、辯證、溝通來提出或解決，而是偏向透過制度的制定，以及背後的制度制定權取得的彼此爭奪、操弄、壓制。
  3.10 實證主義的制度（institution of positivism）與超驗主義的制度（institution of transcendentalism）：
    形上學的問題對實證主義而言是一種無效的命題，不應出現在實證主義的脈絡之內。任何涉及非經驗或超經驗的命題皆是不可證實，也無從證實的。某些實證主義陣營的學者也察覺到實證主義理論的限制性而發展出了「徹底的實證主義」（radical positivism），如阿佩爾（Apel, O.），其實這也不過是對孔德（Comte, A.）的原初實證主義的一種回歸。就如同伊里亞斯（Elias）為孔德實證主義的意義所做的現代辯護，人性或人的命題這類具超驗性質的命題再度透過理論與經驗的辨證中回到實證主義的視野之內。（伊里亞斯，2007.）實證主義精神就是要在社會現實之中找到這些命題的具體證據，而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孔德才會提出「社會學」這一新學門名稱。實證主義發展到邏輯實證主義階段沉澱了相當厚重的科學主義精神，也就是在這個階段中，實證主義涉及的寬廣幅度被縮減為「唯經驗論」（mere-empiricalism）的實證主義。其理論形式的純粹化竟是以排除形上超驗命題來完成。邏輯實證主義實際上成為了邏輯形式主義哲學。而實證主義一般流俗的理解，也就停留在這個層次的意義了。這樣的精神就是現代制度所接收的，成為制度建立的基礎。企圖把世界化約為一套符號系統所能呈現的來說明之。維持了理論形式的純粹性和邏輯的絕對性，但卻喪失了人、社會、世界存在的活生感。邏輯實證主義企圖以一套純粹的語言來再現世界，但就在它實現這個理想的時刻，卻一腳把「人」（human-being）踢出這個世界之外。因為人竟然是這種再現邏輯光明所無法反映（reflect）的黑洞。而這也是當前制度的寫照，一種只能反映制度自身的制度。新制度的產生，是另一個既存制度或制度體系運作下的結果，來自於制度本身的需要，而非社會需要，或「人類體系」（human system）（Turner, J. H., 1978.）的普遍需要。社會做為一種人類體系而非制度體系，其間社會問題的解決便不可避免的遭遇許多超驗性質的命題。社會變遷便是對此超驗社會命題解決方式改變所做出的社會系統性的回應。制度的產生是從這些超驗命題所涉及的對象本質而來的具體化，不再是人及其生活世界被制度規則來具體化。這樣的反轉就是超驗制度主義所關切的一個社會建構原則。
  3.11 學校是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領域---超驗領域：
    3.11.1 教育使社會身體中性化：
    學校要做為一個本真的教育場域（the field of authentic education），不只是單純的社會化領域，它的制度化原則必須有別於一般社會制度所依循的。學校彰顯出來的不只是一般的「社會經驗」領域，它具有社會經驗所無法經驗到的「X」。這個「X」---教育經驗超越社會經驗的成分---如何能在教育社會化中不被排除，正是教育能在學校化後依舊保有充足教育意義的關鍵。此處所謂的社會經驗指的是人在社會生活中，透過知覺系統而被給予的東西。包含職業經驗（勞動經驗的現代變形）、消費經驗（經濟經驗的超負荷現象，也是現代化的現象）、居家經驗（家庭經驗的被置換）、都市經驗（聚落經驗的超負荷現象）、政治經驗、人際經驗。然而這些經驗在一種社會制度的滲透與干擾下，逐漸的被化約為一種經驗---制度經驗。制度經驗幾乎可以主宰這些經驗的個別取向，把這些經驗之間的差異取消。學校教育就是透過教育活動而使身體「還原」到一個更純粹（不夾雜著既存的社會身體經驗）的經驗意識狀態，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教育活動必須承載這樣的目的：使身體社會經驗在教育活動中「被懸置」（suspended）起來，暫時不起作用。社會的身體經驗轉變成教育的身體經驗。透過教育經驗純粹化的身體，便能在重回社會生活中超越制度經驗的屏障，還原出各別社會經驗場域以及身體經驗的真實。教育使得身體中性化了（neutralized）。
    3.11.2 教育的一種交換作用：
    身體現象（而非肉體存在）是一種皺摺，是社會和自我兩股力量推擠下所產生的縐摺現象。從教育的觀點而言，這才是身體的作為身體而不是肉體的本質現象。一切形式的教育，最終必須在一種「自我教育」（education of self）的意識中才能彰顯出教育正向的意義。自我教育包含兩種涵義：自主的教育（auto-education），和呈顯自我意識與自我有關的教育（self-education）。自我這一端採取什麼樣的意識形態（constitution of consciousness）來承接從社會端發散而出的力量，什麼樣的身體姿勢就會在自我與社會的遇合隙縫中被推擠出來。這樣的推擠如果沒有導致接合面的粉粹而是產生一個連續性的摺疊（身體），必定自我和社會雙方在衝擊過程中較為順利的進行了彼此力量的交換，並因此出現了一個身體縐摺（身體運動或行為）。完美及對稱縐摺的產生是不可能的。因為完美的自我-社會交換（self-social exchange）是不可能的（那是兩種不同維度），於是必定會在某個接合處或折疊面的交接處產生些許的破碎（空隙），在這些破碎空間的小尺度中，自我與社會力量會滲透進去，相同的自我-社會遇合過程（the procedure of the self-social encounter）又繼續展開著。而在每個越來越小的尺度中，無止盡的自我-社會遇合過程持續的發生著。相對的，完全粉粹性的遇合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身體現象總會在某個時機、某個姿勢中發現其不可分析的特性。在這一段論述中，教育意義在哪裡？就在自我-社會遇合面之中，兩者彼此交換力量的交換上，我們可以發現那孕育著一種教育的最自然形式，而整個教育過程就是自我-社會遇合過程的形式轉換。一個社會，其凝聚力量愈是制度化，就越是一個不自然的社會，也就愈需要加大教育的張力，來避免個人在自我-社會遇合過程中，形成自我與社會結構的潰裂。並且透過一個身體縐摺的產生（而不是粉粹空間的產生），發揮一種平衡的作用，使社會不至於越來越傾向於制度化。因為社會一旦發覺其自身有潰散的危機，越是以更嚴密的制度產出來提昇社會內部凝聚的力量。人的完整性在這樣的遇合狀況中便越顯出其潰散危機了。

  3.12 做為社會行動的教育

    理解教育的「社會化」功能必須從「社會行動理論」的視野出發。社會化必須付諸於自主的身體行動而不是被動的身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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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談之所以消逝，是因為人類已漸漸不需要言談的過程。言談過程被一種規制式的交換程序所取代，如數學公式---鄂蘭如此認為，或者，可以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是制度。制度取代了社會言談的過程、內容、思想，及其一切。在公共領域中，人們不再對話，而是去命令、傳達；不再行動，而是去執行。沒有主動的人，一切人皆被動。


� 現代的權利概念可稱之為「制度性的權利」。換言之，權利的合法性必須由制度給予。某人聲稱自己擁有什麼權利，是不被認可的。制度權利原是社會集體需求，但過度依賴制度對權利的詮釋，將使得制度語言內在的限制成為權利意義的框架。這個框架「框住」（fixed）的不會是權利原本最具價值的部份，而是排除。因此愈多的制度，得到的不會是權利形象的更加確定，而是更加模糊，進而失焦。傳統基本價值存有（連同它的體系）的內在轉換---先掏空，再置入---就在這種背景下進行著。


� “Right”這個字也有「權利」的意思。過多制度化的權利剝蝕了根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s）給予人性尊嚴的力量，稀釋了根本權利做為人性投射在公共維度中的真正涵義，權利為何更難以確認或辨認。所以給予了藉由衍生或分化權力概念，以做為辯解其行動合理性根據的條件。如此一來權利本身當然彰顯不出義務的意義，以做為平衡濫用權利的力量。


� 涂爾幹所謂的「個人化」的個人，並非意指一種與社會分離的「孤僻人」（solitary person），而是成為他在《社會分工論》所揭示的主題「擁有獨特人格（distinct personality）」有關的人，或是與他在《教育與社會學》中提出的「自律人格」（autonomous personality）概念有關的人（盧騷在《愛彌兒》中也發展出相同的概念來論述教育）。這些對涂爾幹而言皆與道德命題相關，也是屬於人性實證的命題。因為道德與「如何發展我們本來具有的完善性？」（康德）這個命題的證實有關，而此命題的證實對康德而言竟是一個教育的目的。


� 如，理性化的身體（Weber, M.）、勞動分工的身體（Durkheim, E.）、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身體（Marx, K.）、社會行動的身體（Parsons, T.、Bourdieu, P.、Giddens, A.）、規訓的身體（Foucault, M.）、醫療的身體（Turner, B. S.、Foucault）、規劃的身體（body as a project, Turner, B. S、Shilling, C.）權力的身體（Foucault、某些政治社會學者）、性別化的身體（女性主義者）、習慣的身體（Bourdieu）、資本的身體（Bourdieu）、社會隱喻的身體（Douglas, M.）、風險的身體（Beck, U.、Douglas, M.）、消費的身體（Bourdieu、Pasi, F.、Featherstone, M.）、政治的身體（Foucault, bio-politics）、溝通的身體（Habermas, J.）、道德的社會身體（Durkheim）、虛擬現實的身體（Baudrillard, J.）。某些身體論述---如消費的身體、虛擬現實的身體、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身體---反映出現實社會之中，身體遭受的境遇。目的與其是讓人們毫不考慮的接受這一切，或反對這一切，其更強烈的企圖應該還是在於批判社會對於身體的誤用與誤解。揭露身體現象背後的社會主宰因素，喚起主體在社會生活中的自主意識---反對、接受、或調整這些判斷的基礎是主體自身的選擇。


� Active body視描述脈絡的差異而有下列幾種意義：能動的身體、行動的身體、主動的身體。


� 行動中與某適當形式的契合的意圖（intention），一種朝向完善的意念便包含其中。因此行動理論所談論的行動觀念，其實隱含這樣的變化：行動總是一種道德行動。一種追求與更高規則或原則相契合的行動，以及此行動方式的行動。這樣的觀念也可以用易經的語言來說明。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運行遵守「健」德，人的行動若能與之契合，便能生生不息。先在在行動相生互利中冥合自然宇宙規律，進而在這樣的行動中反身自得利益。前者意味著「利他的」行動，而後才有後者利己的結果。。《子夏易傳》云：「利，和也。」因此利他表示與他人維持合諧關係。


� 主體的意向自身總是種超驗的自我直觀。


� 意願也是一種意識的形式。


� 本文的企圖便在於彰顯這個可能。


� 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斯多喀學派（Stoics）


� 傅科提到存在著一種反轉是關於「關照汝自身」和「知汝自身」的。在希臘羅馬的文化中，自我的認識（knowledge of oneself）是關照自我後的結果。但在現代，自我的認識卻反轉為一種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是存有或現象的基礎，甚至是道德。前者的道德是在實踐過程的自我的捨離中自然彰顯的，是一種無我（egoless）、無私（disinterest）的道德。而後者的道德是一種由自我決定的道德（康德認為這是一種規範、格言，而非道德），是一種限定的，即非普遍的、非客觀的道德。（Foucault,  ）


� 傅科認為人類文化中所發展的許多知識（科學）---如經濟學、生物學、精神病學、醫學以及刑罰學---作為一種「真理遊戲」（truth games）皆各各關聯著其自身特有的技術，人類利用這種技術以了解其自身。（Foucault,  ）


� 以這種涵意的科學概念來看待某些哲學脈絡---尤其是胡塞爾的---中所聲稱的「科學」便能透析出其中隱而不現的技術意涵了。超驗的主體性意識作為人類之所以可能向真理邁進的條件，透過傅科對「自我的技術」的闡述，超驗性從一種理論的可能性，成為一種技術的可能性，一種實踐的可能性。而這正是康德思想脈絡的困境。


� 在中國思想中，「禮」字與「理」字意義相通。


� 如感受、思想、慾望、隱蔽的感受、靈魂和偽裝的慾望。（Foucault,  ）


� 當然也不可忽略另一種自我技術的主題：自我的表出（verbalization of the self）。


� “To know oneself was paradoxically the way to self-renunciation.” （Fouc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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